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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总体面貌来看，

“碎片化”早已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必然性

的客观事实，回避或漠视是掩耳盗铃之举，没

有必要也无需否认。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碎片化，

一方面是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旧有研

究框架趋于饱和、新框架尚未成型时的过渡形

态；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润也在客

观上加速并强化了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碎片化趋

势。当今的科技史学界虽无意解构原有的知识

体系，但随着知识社会学、性别研究、文化研

究等新视角的引入，科技史的研究对象也从以

往关注的宏大问题、关键人物与重大事件，逐

渐转向普通个体的科技实践、经验世界乃至日

常生活中的科技面向。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

向固然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内涵，

拓宽了学科的边界，但也使得相关成果日益分

散，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整体阐述。

一、碎片化研究是宏大叙事之基石

既有研究成果的碎片化叙事与整体性框架

的缺位，固然令不少学者对科学技术史学科的

体系化建设抱有担忧，但倘若换一个角度审视，

这一看似离散的学术生态，恰恰标志着学科领

域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实际上，深

耕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微观个案是学科体系化发

展的必要根基，绝非无效的“碎片化”问题。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任何宏大的学术体系，都离不开

扎实的个案考证、专题深挖与细节补白。历史

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物，而过去所遗存的史

料本身就是断裂的、零散的碎片，没有对具体

人物、具体事件、具体文本的细致考证与深入

分析，任何宏观的历史叙事都将沦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科学技术史研究尤其如此。其中，

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与演变，从来都不是抽

象的、脱离具体情境的逻辑推演，而是植根于

特定的社会条件、文化传统与个人实践之中。

以农业科技史为例，作为科学技术史领域

中起步较早、分支脉络清晰的子领域，农业技

术史研究同样经历了从最初以古农书整理和古

代农业技术考释为核心的经典化路径，逐步向

农业器具革新、灾荒应对机制、传统生态智慧、

农业制度变迁等细分方向铺展演进的过程。从

农业科技史研究的历史进路来看，当研究者的

目光从宏观的农业技术通史转向具体的作物个

案、从区域性的耕作制度转向具体层面的土地

利用实践时，那些此前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丰

富细节得以浮现。美洲作物史研究便是一个典

型例证，正是通过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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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具体作物在不同区域的传入时间、传播路

线与种植演变的碎片化考证，学界才得以逐步

逼近美洲作物在中国本土化进程的历史真相，

也才得以对“美洲作物决定论”等宏大命题提

出有史料依据的质疑与修正。没有这些碎片化

的个案积累，任何关于美洲作物入华的历史影

响的整体判断都将沦为空中楼阁。这些看似细

碎的专题研究，并非零散无序的碎片，而是在

统一的学科框架、学术脉络下，为重构中国传

统科技体系、梳理科技发展规律积累扎实的基

础素材。

换而言之，没有微观问题的精准突破、细

节史料的深度挖掘，所谓宏观研究、思想史研

究只会沦为空洞的理论推演，失去学术根基与

实证支撑。

二、碎片化研究与碎片化倾向不可混谈

碎片化研究的有益性还体现在它为更高层

次的学科体系化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素

材。历史研究总是从掌握具体的历史细节开始，

然后上升到对历史整体面相的勾画。农业科技

史领域的大量个案考证，看似各自孤立，实则

构成了未来学术综合的“砖瓦”。以古农书研

究为例，当学者从旧有的技术考释转向“知识

史”视角，重新关注古农书及其负载的农学知

识的生产与传播时，此前大量零散的版本考证、

文本校勘与作者生平研究便获得了被重新整合

的可能。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碎片化工作，使

得更高层次的知识史建构拥有了坚实的史料依

托。就此而言，碎片化并非是学科式微的表征，

恰恰相反，它是学科生命力旺盛、研究触角不

断延伸的明证，也是新研究框架形成与原有知

识体系得以扩充与丰富的必要契机。

当然，辨明碎片化的有益性，绝不意味着

可以将其与学科发展的“碎片化倾向”混为一

谈。碎片研究是必要的，但若研究者满足于就

事论事、缺乏将碎片置于更大历史图景中加以

审视的问题意识，碎片研究便退化为“碎片化”。

游修龄在反思农史研究方法论时曾尖锐地批评

过一种倾向，即一些研究者为了证明某种作物

“起源于中国”或“领先于世界”，刻意挑选有

利于己论的史料而避开不利的证据，例如将古

籍中的单音词“麻”考证为芝麻、将“葵”考

证为向日葵，全然不顾历史文献记载与植物地

理等客观存在。[1] 这类研究虽然也在处理“碎

片”，但却是以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方式在

操作碎片，其结果非但不能增益学术，反而制

造了知识的混乱。这恰恰说明，碎片研究的有

益性并不自动发生，它要求研究者具备“以小

见大”的理论自觉。

正因个案考证与专题深挖对于宏大叙事具

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对待科学技术

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既不能因噎废食地否

定一切微观研究，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琐

碎细节而放弃对整体历史图景的追求。真正值

得警惕的，并非研究题目的“小”与“细”，

而是研究者是否在“以小见大”的理论自觉上

有所缺失。钱穆曾言“非碎无以立通”，紧接

着又强调“碎非考据之终事”，碎片是通向融

通的必经之路，但绝不是史学研究的归宿。这

意味着，碎片研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碎片化，

当研究者具备整体史的视野和明确的问题意识

时，再细小的个案也可以成为透视大历史的棱

镜；反之，如果缺乏宏观的理论关怀与系统的

学术框架，即便表面上看起来再宏大的选题，

最终呈现的也不过是一堆散乱的材料堆积。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所谓的“碎

片”与“整体”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相

互依存、彼此生成的辩证统一体。

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
未来治史之道

在此基础上，对待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碎

片化问题，既不能因其必然性而放任自流，也

不能因其潜在风险而全盘否定，而应当以一种

辩证的眼光审视其价值与局限，在碎片与整体

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与有机的整合。

真正高明的治史之道，在于能够在琐碎的

个案考证中保持对宏大问题的敏感，在微观的

细节深挖中维系与整体史的血脉关联，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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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的同时不忘“见森林”。

其一，坚守微观深耕底色，筑牢学科根基。

持续鼓励精细化、专题化的实证研究，珍视多

年来积累的细分研究成果，不否定个案考证、

细节补白的学术价值，让每一项专题研究都成

为学科体系建构的有效拼图。

其二，强化宏观系统整合，凝聚学科合力。

以重大学术命题、核心理论问题、中华文明发

展脉络为统领，对分散的专题研究成果进行串

联整合、归纳提炼，推动从个案研究向体系研

究升级，从史实梳理向思想阐释深化，真正实

现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其三，深耕科技思想研究，补齐学科短板。

立足中国本土科技文明特质，跳出西方学术范

式束缚，深挖中国传统科技的思维逻辑、价值

理念、精神内核，强化科技思想史、文明史、

理论史研究，丰富学科理论体系。

其四，推动交叉创新赋能，拓宽学科格局。

深化文理交叉、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研究，对

接国家文化传承、科技自立自强、生态文明建

设等重大需求，激活传统科技资源的当代价值，

彰显科学技术史学科的时代意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

焉。未来的科技史研究一定是“小中见大”“点

面结合”的多维复合体。唯有如此，我们的工

作才能在碎片化的时代浪潮中既不被淹没于细

节的汪洋，也不漂浮于空疏的议论，而是脚踏

实地地向着更具解释力与思想深度的学术体系

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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